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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要继续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生态环境上，要实行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并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制度；在科技创新上，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环境规制在解决污染难题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会影响技术的创新及扩散。而技

术创新在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必须将

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纳入考虑范围。由于环境

问题自身具有负外部性及“公共产品”的性质，难以

界定其产权归属，致使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环境问题，

易导致“市场失灵”问题，为弥补此缺陷，政府制定

并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显得尤为必要。中国如何

权衡环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如何促进经济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成为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广泛关

注的问题。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

研究的热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

制对技术创新存在“挤出效应”，会提高治污成本，

挤占用于从事创新活动的资金。而“波特假说”认

为，长期内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对企业的科技创新

活动起到刺激性推动作用，可弥补因规制而增加的额

外成本，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由于技术创新

是一种过程性的活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系统观

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

影响效应 [1-3]，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

新效率存在“挤出效应”[4,5]，除了以上两种观点，环

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是

近年来学术界更为普遍的结论。刘伟 [6] 等采用 DDF-
GML 法测算中国 35 个细分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趋势呈“U”

形曲线；杜龙政等 [7] 使用与刘伟等 [6] 相似的做法对中

国 2001—2016 年间 30 个省份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

相似的结论；苏昕、周升师 [8] 认为正式环境规制与创

新效率之间为“U”形关系，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

企业创新效率之间则为倒“U”形关系；余东华、崔

岩 [9] 则指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呈现“下

降—上升—下降”的倒“N”形关系。另外，Cao 和

You 等 [10]、Song 和 Wang 等 [11] 的研究也支持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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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的观点。

由此可见，多数研究支持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效

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结论，但理论界对该种非线

性影响的具体形式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基于此，本

文提出第 1 个假说。

假说 1：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

在非线性特征，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挤出效应”或“创新补偿效应”。

对技术创新概念的深入剖析是研究环境规制对技

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重要工作。技术创新作为一种过程

性的活动，要经历研究开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即

从资源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这体现了创新链

的思想，许多文献都曾基于此种思想计算技术创新效

率 [12-14]。

现已有少量学者从创新链视角界定技术创新活

动，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其中，陶

长琪和琚泽霞 [15] 运用创新链思想，将技术创新过程

划分为技术的开发和转化两个阶段进行研究，发现了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开发之间的倒“U”形关系；赵

领娣和徐乐 [16] 从投入产出视角，将技术创新分为技

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对 2002—2015 年中国

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分阶段检验，

得出环境规制与研发阶段的创新投入呈现先遏制而后

促进的“U”形关系，而与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产出

之间呈现先促进后遏制的倒“U”形关系。

本文拟从创新链的视角出发，在规模收益可变假

设下构建两阶段关联 DEA 模型，将技术创新过程分

解为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两个相互关联的子过程，来

考察技术创新效率。同时，由于研究开发阶段是初始

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成果产生的过程，成果转化阶段

为技术创新成果被进一步市场化运用、产生经济效益

的过程，环境规制对于此二者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区

别。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2。

假说 2：技术创新活动会经历研究开发和成果转

化两个阶段，环境规制对不同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

响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

此外，受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较为明显的自然

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的影响，我国环境规

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也可能呈现空间异质

性。Jiang 和 Wang 等 [17] 从区域层面上研究了环境规

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崔立志和许玲 [18] 的

研究工作得出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东部地区技术创新

具有“挤出效应”，而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

新则具有促进作用；Xie 和 Yuan 等 [19] 的研究也支持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

结论。现有研究大都证明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

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但仍未有文献综合考虑这一

影响关系的阶段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这也是本文的

主要贡献之一。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若从全国层面或分东部、中西部两大区

域等不同空间视角进行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活

动不同阶段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异质性。

综上所述，本文将基于系统观和创新链视角，以

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分析，建立相关模型测算

技术创新活动投入产出效率，并对中国 2011—2017 年
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探讨环境规制强度

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的非

线性影响关系，同时将我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除西

藏、香港、澳门、台湾外）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

区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空

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点，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2  技术创新效率测算模型

目前，诸多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技

术创新进行相对效率评价。使用传统 DEA 模型测算

实际技术创新过程的效率时，会忽略技术创新系统内

部结构及内在运行机理，即默认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

产出内部运行过程为绝对有效，只关注最初投入与最

终产出。而在实际技术创新活动中，技术创新的投入

产出过程可能由一系列子过程构成，使用传统 DEA
模型测算的技术创新效率可能不符合创新生产实际。

因此，本文基于系统观与创新链的视角，使用 Kao 和

Hwang[20] 的两阶段关联 DEA 模型，并借鉴 Chen 等 [21]

和 Wang 等 [22] 对该模型的修正和改进，将技术创新

过程分解为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两个互为联系的子过

程，前者主要为技术创新的初始研发过程，后者主要

关注对创新成果的进一步市场化运用的经济转化过

程，并将两个子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的串联关系纳入考

虑，在规模收益可变假设下构建两阶段关联 DEA 模

型，考察技术创新效率。其中，前一过程的产出是后

一过程的投入。

如图1所示，假设有n个DMU 要计算，在第一阶段每个

( )1, ,jDMU j n= … 有m个投入 ( )1, , ; 1, ,ijx i m j n= … = …

和D个产出 ( )1, , ; 1, ,djz d D j n= … = … 。D 个产出成为第
二阶段的投入，称为中间产出或中间投入。第二阶段

的产出记为 ( )1, , ; 1, ,rjy r s j n= … = … 。Kao 和 Hwang
的两阶段关联 DEA 模型分别将 jDMU 在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的效率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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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阶段关联DEA模型的生产创新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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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 ,iv i m= … 和 ( )1, ,ru r s= … 分别表示第

一阶段的投入和第二阶段的产出权重， ( )1, ,d d Dη = …

表示第一阶段的产出和第二阶段的投入权重。  jE 表

示第 j 个决策单元 jDMU 的整体效率，
1
jE 表示第 j 个

决策单元 jDMU 的第一阶段效率，
2
jE 表示第 j 个决

策单元 jDMU 的第二阶段效率。而 jDMU 的整体效率
1 2

j j jE E E= × 用于衡量各决策单元在两个阶段的整体

性能。借鉴 Wang 和 Chin 扩展和修改的两阶段关联

DEA 模型，在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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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效率
1
jE 为投入导向型，第二阶段效率

2
jE 为产出导向型， 1u 和 2u 在设定上为自由的。以下

为本文所构建的两阶段关联 DEA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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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得到 0E ，则通过求解以下模型，可以确定

0DMU 在第二阶段的个体效率，进而可求得第一阶段

的个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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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 0DMU 的整体效率 0E 和第二阶段单独的效

率 2
0E 后，可以间接求解第一阶段的个体效率 1

0E 。以

此类推，得到任一决策单元 jDMU 在规模报酬可变

假设下的整体效率 jE 、第一阶段效率 1
jE 和第二阶段

效率 2
jE 。本文将使用 Maxdea ultra 7.0 软件，利用构

建的两阶段关联 DEA 模型来测算中国 30 个省份（不

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技术创新活动的整体效

率、研究开发阶段效率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

3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实证模型设定

为分别探索环境规制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

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本文分别构建了两

个包括中国 2011—2017 年 30 个省份数据的面板模型。

此外，为探索环境规制对两阶段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

差异，将 30 个省份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进行

分组检验，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

11 个省份，中西部地区包括除西藏外剩余的 19 个省

份。该面板数据模型样本容量较大，可以有效避免多

重共线性影响。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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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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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t i 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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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β β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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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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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t it it 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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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ers ers eco rlzb
fdi gov V
β β β β

β β λ ε
= + + + +
+ + + + +

 （9）

第一、二个模型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研究开发

阶段以及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其

中，i 地区 t 期的研究开发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用 1itE 衡

量，i 地区 t 期的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用 2itE 衡

量；i 地区第 t 期的环境规制由 iters 表示；控制变量由

iteco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itrlzb （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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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di （投资开发度）、 itgov （政府干预程度）等变量

构成。i 表示第 i 个省份；t 表示 t 时期。 C 表示常数

项； β 表示待估参数； iV 表示个体效应； tλ 表示时间

效应； it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本文利用 Stata14.0，在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

验后，对以上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并由 F 统计量与

Hausman 统计量确定模型形式，前者用以检验是否应

建立混合模型，后者则为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或是固定

效应模型提供参考，最后运用适当的方法对模型回归

参数进行估计。

3.2  变量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中，由于西藏、香港、澳

门、台湾数据缺失严重，故而将其剔除；另外，由

于与计算技术创新效率有关的 5 个指标在近 20 年内

仅 有 2004 年、2008—2009 年 和 2011—2017 年 的 数

据，因此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与可得性，本文采

用中国 30 个省份 2011—2017 年 7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检验。数据来源涵盖了《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

境年鉴》及各地方统计年鉴、国家与各地统计局数 
据库。

3.2.1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效率（E）

本文基于系统观和创新链的视角，采取研究开发

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和成果转化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

等两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两者分别用符号“E1、

E2”表示，数据由前文的两阶段关联 DEA 模型测算

而得，其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如下：

（1）初始投入：研究开发阶段的初始投入主要从

劳动力、资金角度考虑，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技术创新劳动力投入，选取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代表技术创新资金投入。为了

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以 2000 年为基期，用商品零

售价格指数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进行平减。

（2）中间产出与投入：对于研究开发阶段的技术创

新中间产出，本文选取的变量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

申请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项目数，同时也是成

果转化阶段的技术创新活动中间投入指标。其中，专

利申请数是反映由技术创新资源到实现成果转化率的

重要量化指标，新产品项目数可以较好地体现技术创

新中间产出的状况，从而弥补专利申请数指标的不足。

（3）最终产出：在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阶段，由

于新产品销售收入能够较好地反映工业企业创新成果

的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充分体现专利与新产品项目

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效果，本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最终产出，同时利用以 2000
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通货

膨胀影响。

3.2.2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ers）

在度量环境规制强度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主要

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用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数量

来代表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低；二是采取污染治理总投

资占工业总产值或企业总成本的比重来衡量；三是采

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衡量；四是根据不同污染物

的排放密度来衡量；五是根据在环境规制的条件下用

某种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情况来度量。上述的五种对

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

基于数据可得性与保留指标的相对完善性的考虑，本

文选取中国 30 个省份 2011—2017 年内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费用占 GDP 比重，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

标，用符号“ers”表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为治

理废水与废气的运行费用之和，数据来源为历年《中

国环境年鉴》。

3.2.3 控制变量

本文采取的控制变量有：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co），本文选取人均 GDP 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 2000 年为基期

的 GDP 平减指数对人均 GDP 进行平减，用所得到的

实际人均 GDP 作为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

量。②人力资本水平（rlzb），本文以每 10 万人口高

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控制变

量。③投资开放度（fdi），本文选取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投资开发

度的控制变量。④政府干预程度（gov），本文采取各

省（区、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

衡量政府干预程度。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详情见表 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1 210 0.645 797 0.285 743 0.146 592 1.000 000

E2 210 0.730 403 0.328 337 0.020 895 1.000 000

ers 210 0.003 853 0.002 735 0.000 231 0.019 642

ers2 210 0.000 022 0.000 041 0.000 0001 0.000 386

eco 210 10 762.17 4 905.974 4 906.746 26 243.12

rlzb 210 2 533.100 809.463 3 1 082.000 5 613.000

fdi 210 0.020 897 0.015 996 0.000 386 0.079 594

gov 210 0.245 244 0.102 038 0.110 270 0.626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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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虚假回归的存在，需要在回归前对面板数

据模型中所有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为避免单一检

验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本文将采用 Levin－Lin－Chu

（LLC）、Harris－Tzavalis（HT）、Hadri LM 等三种面板

单位根检验方法，当大多数检验结果拒绝变量不平稳

的原假设时，可认为变量平稳。由表 2 的检验结果可

认为所有变量均具有平稳性。

表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HT Hadri LM 结论

E1 -19.310 8 -0.509 2 -0.231 9 平稳

E2 -610.00 -0.369 4 -1.143 2 平稳

ers -3.197 9 -0.605 0 1.719 5 平稳

ers2 -78.463 0 -0.676 0 -0.086 5 平稳

eco -49.360 2 0.413 0 11.252 5 平稳

rlzb -19.454 4 0.543 9 13.270 9 平稳

fdi -18.060 8 0.022 7 11.529 9 平稳

gov -40.128 6 -0.020 1 10.727 9 平稳

3.4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实证模型，分别建立全国 30 个

省份的环境规制对研究开发阶段以及成果转化阶段技

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模型，再将 30 个省份划分为

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分别探索不同

空间范围内环境规制对两个不同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

影响效应。具体实证结果见表 3。

（1）从研究开发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全国环

境规制强度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显著，符

号分别为正号和负号。这表明随着环境规制的逐渐加

强，研究开发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

趋势，符合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特征，与本文最

初的假设相符。而当分区域考察时，东部地区的环境

规制强度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号上也分别显

著为正号和负号，与全国层面的结果相似，但拐点出

现较早。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一次项和二

次项系数则分别显示为负号和正号，且十分显著，这

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不同，说明随着环境规

表3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阶段 创新研究开发阶段 创新成果转化阶段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ers
32.316 5 ** 78.473 8 ** -27.266 6 *** -21.606 8 -62.965 9 50.321 4 **

(2.340 5) (2.547 5) (-2.882 7) (-1.304 4) (-1.466 3) (2.353 5) 

ers2
-2 021.126 *** -5 860.776 ** 949.867 7 ** 586.399 3767.766 -2357.698 **

(-2.574 0) (-2.283 5) (2.153 5) (0.733 1) (0.884 9) (-2.711 1) 

eco
0.000 02 ** 0.000 05 -0.000 15 *** 0.000 01 * 0.000 01 ** 0.000 09 *

(2.464 7) (1.167 5) (-3.634 1) (1.656 7) (2.894 9) (1.888 4) 

rlzb
-0.000 01 0.000 21 * 0.000 32 * -0.000 02 -0.000 04 * -0.000 21

(-0.218 0) (1.993 5) (1.886 7) (-0.353 7) (-2.089 5) (-1.354 4) 

fdi
-0.329 53 -2.139 86 5.398 96 ** 1.880 10 ** 2.483 30 ** -3.154 07

(-0.361 4) (-1.075 2) (2.457 9) (2.332 0) (3.052 3) (-0.571 9) 

gov
1.629 71 *** 2.392 56 1.156 62 -1.033 69 -1.736 62 *** -0.606 54

(4.522 6) (0.859 7) (1.600 0) (-1.521 6) (-6.309 3) (-0.490 3) 

c
-0.011 07 -1.265 82 0.838 20* 0.903 29 *** 1.291 54 *** 0.287 15

(-0.070 0) (-1.308 8) (1.812 6) (3.847 2) (7.815 7) (0.408 2) 

样本容量 210 77 133 210 77 133

R2 0.474 2 0.343 7 0.559 6 0.481 8 0.421 4 0.394 0

F 检验 4.93 13.89 1.67 7.44 1.23 8.32

F 检验 P 值 0.000 0 0.000 0 0.056 4 0.000 0 0.293 6 0.000 0 

Hausman 检验 9.765 81.144 13.037 8.749 — 12.110 

Hausman 检验 P 值 0.134 9 0 0.042 4 0.188 2 — 0.059 6

拐点值 0.007 995 0.006 695 0.014 353 — — 0.010 672

模型方法 re fe fe re ols fe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据为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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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强度的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研究开发阶段的技

术创新效率显著地呈先降低后提高的“U”形发展趋

势，另外，中西部地区拐点的出现也晚于全国和东部

地区。

全国和东部地区在研究开发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

为何会与环境规制强度之间呈倒“U”形关系？可以

对其进行如下解释：企业是否选择提高研究开发阶段

的技术创新效率，取决于服从规制与研发创新两者间

成本的相对大小。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意味着服从环

境规制的成本也较低，此时企业提高研发创新效率的

动力不够。当环境规制力度由弱变强，且仍处于适

度严厉的状态时，企业在保持高利润水平与满足政府

政策要求的双重动机下，会有更大的动力进行优化配

置，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能力及产出转化率，以求通

过较低的研发创新投入实现较高的研发创新产出，从

而产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然而，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直至超过拐点，企业在过于严

厉的政策环境下难以通过研发创新带来的收益弥补治

污成本，反而会导致研究开发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降

低。因此，在研究开发阶段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

强，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先增加后

减少的变化趋势。

另外，与全国和东部地区不同的是，为何中西部

地区在研究开发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会与环境规制强

度之间呈“U”形关系？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相对

东部甚至全国而言，进行研发创新的成本较高。当政

府对环境规制的力度较弱时，企业在治污减排和管理

制度上的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增加的治污成本反

而可能挤占了企业原有的研发资金，产生“挤出效

应”，这会使研发创新效率逐渐降低。短期来看，当

期企业为治理污染会降低自主研发力度；从长期来

看，环境规制强度逐步加大达到“拐点值”后，污染

治理成本不断增加以至于超过研发创新的成本，企业

被动的末端污染治理效果变得不理想，面对末端治污

的边际效益递减以及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力度的逐渐加

强，企业将逐渐提升技术研发强度，促进研发创新效

率的提高，进而实现更高的产出与利润。这也说明

了随着规制程度的加强，环境规制对研发阶段技术

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呈现“U”形轨迹 
关系。

（2）从成果转化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全国层面

和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系数均不显著。但中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

号上分别显示为正号和负号，且均在 5% 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在成

果转化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显著地呈现先增加后减弱

的倒“U”形变化趋势，拐点约在 0.011。这个实证结

果表明，在技术创新成果进一步市场化运用的成果转

化环节，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与环境规制

强度之间没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创

新成果转化效率却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逐渐增强，呈

现出显著先增后减的倒“U”形变化趋势。这说明对

于中西部地区，适度严厉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提高

创新成果的产出转化率，加速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进

程，以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而当环境规制强度

超过一定限度时，不断增加的规制成本反而会给企业

带来较重的负担，使其难以对研发创新成果进行进一

步的商业化运用。

（3）从控制变量对研究开发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影

响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全国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的

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从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的地方在研究开发阶段往往拥有较高的创新效

率。而当分区域考察时，其影响系数在东部地区不显

著，而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

地区多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发阶段的

技术创新活动时主要依靠创新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

创新效率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

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是因为企业研发创新活

动的开展需要积累充足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吸收

和转化能力的提高也直接推动了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

开展。投资开放度的影响系数在中西部显著为正，一

方面，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

验，另一方面，FDI 还可以通过竞争、示范与模仿效

应，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渠道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作

用，有利于提高中西部企业在研发阶段的技术创新效

率。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系数在全国显著为正，对研

发阶段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中

国技术创新的研发投资大部分属于政府投资，政府为

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对其创新效率的

提高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4）从控制变量对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影

响的实证结果看，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受经济

发展水平影响的系数在全国显著为正，而当分区域考

察时，其影响系数在东部和中西部均显著为正，这表

明无论从总体还是分区域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

地方在技术创新的商业化阶段往往拥有较高的创新成

果转化效率。人力资本水平在东部的影响系数显著为

负，但影响程度较小，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人力资本



·111·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 ——基于创新链视角的两阶段实证检验   

水平被低效利用导致劳动力成本偏高，会降低创新成

果在商业化阶段的转化效率。投资开放度的影响系数

在全国和东部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这

表明总体来说，投资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效率的提高。同时，东部地区投资开放度

对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明显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

由于其沿海的独特地理优势，使得外向型经济成为

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外资大量涌入的同时带

来了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大大提高了技术

创新成果在商业化过程中的转化效率。政府干预程

度的影响系数在东部显著为负，而在全国和中西部

地区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时将对东部地

区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而会阻

碍商业化阶段对创新成果进一步市场化运用的转化 
效率。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企业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受到了“知识产权瓶颈”和“资源瓶颈”的双重约

束，本文从创新链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环境规制

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效应及其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

（1）在研究开发阶段，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会对

全国的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二者之间呈倒

“U”形关系。当环境规制逐渐增强，且处于适度严厉

状态时，会对技术创新产生“补偿效应”。然而，当

环境规制继续增强到超过拐点时，反而会导致技术创

新效率的降低。

（2）对研究开发阶段进行分区域讨论时，东部地

区技术创新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之间仍然呈倒“U”

形关系，而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随着环境规制由

弱变强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由最初的

“挤出效应”变为“补偿效应”。

（3）在成果转化阶段，全国范围内技术创新效率

与环境规制强度之间没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4）对成果转化阶段进行分区域讨论时，东部地

区技术创新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之间没有显著的非线

性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随着环境规制

由弱变强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形关系。

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不同强度环

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会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的影

响，且这种影响会因技术创新阶段以及所处的地区而

异，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以及地方经

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状况、创新阶段与产业结构实际，

制定并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结论具有较好

的政策参考价值，为在促进环境保护的同时兼顾技术

的创新与升级，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工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

响有一个“度”的限制，政府需避免盲目加大环境规

制的实施力度，应立足于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现实情

况，区分不同行业中企业的承载力，并结合环境保护

的客观要求，制定灵活可调节的动态环境规制措施。

例如，对于东部地区处于研发阶段的创新活动，由于

技术创新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关系的倒“U”形特征，

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其在倒“U”形曲线

的具体位置，若处于曲线左侧，环境规制对研发创新

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政府应适度提升规制强度；相

反，若处于曲线右侧，则应适当降低规制强度。这种

依实际情况滚动修订的动态环境规制政策避免了环境

规制标准的单一、固定以及缺乏灵活性，虽会增加政

府的施政成本，却能持续促进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

应被广泛采纳。

（2）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应始终保持与研发

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的阶段性特点相适配，注意区分

环境规制对研发创新效率与技术转化效率的影响效

应，尤其是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对

不同阶段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更

需要小心把握规制的“度”。政府应探索更为丰富的

环境规制手段，如推行碳排放交易、环境税、绿色消

费等，保护环境的同时不损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等

创新主体的研发创新积极性，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

养、激励机制，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3）政府在科学合理地制定与实施环境规制的同

时，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以

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将环

境规制引致的成本压力转变为对生产及技术创新激励

的转换机制，并提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与进一步市场

化运用的有利制度条件，疏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渠

道，培育企业技术成果转化能力，使环境规制带来的

正向溢出效应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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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A Two-Stage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Chain
GUAN Chenghua*, LI Qingch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increase the cost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squeeze the fun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causes “crowding out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holds that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will stimulate and promote enterpris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the long run, which can cover the additional costs caused by regulation, this is the way how “innovation compensation 
effect” comes into being. This view indicate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y have a nonlinear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uld go through the stage of research and the stage of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hat is, the process from input to output. Based on system view and innovation chain, this paper builds a two-stage correlative DEA 
model to measure the input and output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creatively and uses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17 to go through the regression test to explore the nonlinear effect on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 research 
and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o reveal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wo-stage correlative DEA; spatial heterogeneity


